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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辨认活动是当代艺术哲学关注的重要对象，这一活动既是“看到”又是“知

道”，是认识活动而非纯粹感觉过程。自20世纪以来，围绕图像辨认的经验特性已有诸

多思考，其中贡布里希、艾柯、潘诺夫斯基、罗兰·巴特、米柯·鲍尔等人在不同程

度上引入符号学①视角。贡布里希强调观看过程中“对所见之物的知识 （或信念） ”②；

艾柯重视“文化规范”③在意义接受中的价值；潘诺夫斯基划分的图像学三层次展现了

程式化题材与文化象征史对解图的作用；巴特认为辨认者具有基于不同类型知识的

“个人语型”④；鲍尔主张社会历史语境作为“框架”制约了图像可能被读解出的意义，

并将“框架分析”视作一个连续的符号活动⑤。在哪些后天条件可以帮助辨认图像符号

这一问题上，国内外许多学者较为宽泛地使用“文化”“历史”“习俗”等概念，因此

这一问题还有继续深入思考的空间。20世纪对图像辨认活动的讨论始于鸭兔图，在中

西艺术思想中，有若干较受关注的兔子图例可以帮助我们考察形象意义的经验性生成。

本文尝试考察已有观点及其对不同画例的适用性，分别从认知材料、视觉心理、象征

程式、图文关系等方面入手，讨论能够为图像符号提供阐释理由的四个具体经验条件，

摘要 图像辨认是一种认识活动，与知识相关的经验条件有助于捕捉图像符号的意义。认知符号学所

重视的前语言图式结构与同类可视的图式、可读的“楷模”皆基于相似的感觉材料，因而可习得性地分享

相近的标准化意向，从而帮助辨认。格式塔心理学提示人们从图像符号系统整体出发规定局部意义，关键

局部的逻辑与结构生成情况可反过来影响图像辨认结果。神话叙事孕生了多变的神话象征符号，由附属符

号组成的属像符集基于象征关系，符集内诸基本属像可经由暗示关系获取意义。画家书写的题款等除了提

供象征性文化语境，还可通过锚固绘制意图直接提供辨认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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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探究它们的影响机制和相互联系。

一、对图式结构的习得性共识

维特根斯坦与贡布里希曾就辨认多义的鸭兔图做出思考 （图1），他们的论说成为

20世纪艺术哲学中图像辨认问题的起点。维特根斯坦的思考意在说明语言对经验的描

述，在这一过程中，他既看到图像与现实的再现关系，也看到辨认图像需要知觉与经

验的结合⑥。图像辨认对经验的要求在贡布里希的思考中也有所体现。在 《艺术与错

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中，贡布里希对鸭兔图的读解着意于展示艺术观看中的

错觉心理现象。他在阐释鸭兔图时给出三个主张：首先，图像不是现实；其次，从认

出鸭到认出兔，图像中的某个部位产生了变形；最后，人们在看到鸭时还会记得兔，

但无法同时看到二者⑦。贡布里希的阐释路径，他在思考绘画依据时提出的“图式”

（schema） 概念，以及他在多年后的讲稿中重新思考鸭兔图时提及的若干关键术语，如

“暗示”与“视觉预期”等，都对思考图像辨认活动具有直接启发意义。

贡布里希看到，图式作为绘画工具，其制像意义有时会呈现出较明显的反经验性。

他将图式解释为“共相”（universals）、概念与“模型”（pattern），将其类比于中世纪用

语中的“模式”（simile），并主张它代表着“类目”（category） 且预先存在⑧。他以《命

运之轮》为例解释中世纪艺术对几何图形与数学关系的运用，还引用中国画谱《芥子

园画传》中的图例，证明不同民族在作画时都关注对象的共相。他同时发现，不同民

族和时代的许多初学者是先学习图式再去观察世界的，这使得画作与现实世界联系微

弱。后来贡布里希发现了“图式加矫正”（schema plus correction） 的制像公式，认为凸

显绘画实践中的现实性与个体性需要“矫正”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贡布里希认为

这种在古希腊人那里被称作“准则”（canon） 的图式是艺术家在构成“可信的人像”⑨

时一定要知道的内容。事实上，“可信”不仅要求图像再现，还要求作画者与辨认者分

享与再现关系较为吻合的知识，但贡布里希的思考主要针对图式在制图中的作用，并

未深究图式自身的生成过程及其辨认作用对认知积累的依赖。

就图式的生成过程而言，图式是基于对感觉材料的归纳得到的，通常能凸显再现

对象的“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如果结合现象学的相关观点，可以说，这

些可见的再现性图式是通过直接观察和归纳现象并对其加以符号化而得到的。简单来

说，这一符号化过程依赖感觉材料，动用人的归纳逻辑能力，反映感官和思维反复训

练的结果，并且需要接受自然观察的修正。就图式的辨图作用而言，图像的创作者与

接受者往往分享相似的感觉材料，对材料的累积与提炼使得接受者能在头脑中形成与

创作者相似的内在图式，这些内在图式会帮助观看者辨认图像。诺曼·布列逊在反思

贡布里希图式思想时指出，图式应当既是一种可见的客观结构，被不断修改以使再现

结果更接近现实，又存在于画家的感知中，是一种意识场域内的理念结构，而后者常

常被贡布里希的读者所忽视⑩。这种人脑的内在图式被认知符号学称作“意象图式”

（image schema），它是一种通过感知获得的前语言图式结构，与反复发生的经验样式对

应，可以帮助人们分类性、意图性地理解世界�I1。意象图式尽管并无可见形式，却也是

图1 鸭兔图 （贡布里希：

《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

心理学研究》，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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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的。感觉材料构成了可见或不可见的图式的基础，并且感觉材料的相近使得不同

人能够在现实对象惯例性的形式关系上达成共识，并可能令观看者在图像辨认中捕捉

到制像公式的作用过程。总之，图式不仅是创作图像的要素，还是理解图像的依据，

且离不开知识。正如贡布里希通过《芥子园画传》看到的那样，生成于不同文化语境

的共识都具备这种后天的习得性。

对图式的习得性共识是图像辨认的阐释理由之一，这在另一幅兔图中得到了验证。

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在《哲学新解：关于理性、仪式和艺术的符号论研究》一书

中以一对轮廓图 （图2、图3） 思考过图像辨认问题。在她看来，这两张简笔画只有动

物的耳朵和尾巴处不同，但第一幅图会被观看者毫无疑问地“认作”（recognize as） 兔

子，第二幅图则会被立刻“接受为”（accept as） 猫，其原因在于两幅图的比例关系不

同�I2。朗格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图像是现实对象的符号，在她看来，图像在将对象符

号化时，只需要与现实共享某些比例，例如某个局部的具体位置与相对长度、局部之

间或局部与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而观看者凭借这些比例就可完成辨认。朗格的主

张尽管看上去完全围绕图像自身，但实则强调人对世界和图像的反应：它既从制图者

的角度说明了图式会且只会再现现实的某些特征，也从图像接受者的角度说明了人在

辨图时会将视觉图像与头脑中的意象图式进行匹配，这两份图式虽然属于不同人，却

经验性地相近。这一方面指明了制图者和观看者可以共享关于对象特征的知识，另一

方面也突出了图式对数学关系的重视，并且这种结构上的数学关系宣示了图式与现实

的联系。

自然再现性越强的图像往往越容易辨认，但当人们无法通过图像与现实的高度相

似性辨认出形象时，辨认就常常需要甚至只能基于抽象的数学关系。不论是丢勒的

《野兔》（图4） 还是崔白的《双喜图》（图5），都对细节有精细入微的再现性描摹，比

如兔身各部位的毛发有细微不同，这使得画中兔成为某个近乎“完美的相似物”而极

易被辨认出来。缺少细节且扭曲的抽象画是不够写实的，但正如朗格指出的那样，我

们在观看某些现代人体艺术画时也仍然能认出人的样子，只要我们找得到代表人体某

些部位的符号，并确认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局部仅由惯用符号来表明，例如点、

圆、十字等等。唯一被‘描绘’出来的，是这些局部之间的关系。”�I3局部之间的关系

常常是一种数学关系�I4。潘诺夫斯基曾从美术史视角总结过这种数学关系的发展及其价

值，在他看来，这种关系一方面是“为了‘标准’的兴趣，或者是为了规范的需要”，

另一方面也能体现某个特定艺术家或艺术时期的风格，当然也会展露某种“美的意

愿”�I5。潘诺夫斯基受符号学家卡西尔影响，强调形式的先验性�I6。但他的总结反映出，

他认可在图像辨认活动中，图式既体现也要求不同人具有一些习得性共识，比如在生

物学方面对生理的共识、在风格学方面对个人或时代印记的共识等。

朗格艺术符号思想中也有对图式这种一般性形式的构想，被她称作“基本模型”

（fundamental pattern） �I7。如果说贡布里希的“图式”概念稀释了康德“先验图式”

（transzendentale Schema） 的形而上必然性意味，将自身固定在文化领域，那么，“基本

模型”则因直接来自卡西尔的“符号形式”（symbolic forms），与“先验图式”保持了

更紧密的亲缘关系�I8。相比“图式”，“基本模型”离柏拉图的“理念”更近，其概念性

图3 猫图 （Susanne Langer,
Philosophy in a New Key: A

Study in the Symbolism of Rea⁃

son, Rite, and Art, p. 69）

图4 丢勒 野兔 1502 纸

上水彩 25.1×22.6cm 维也

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藏

图 2 兔图 （Susanne Langer,
Philosophy in a New Key: A

Study in the Symbolism of Rea⁃

son, Rite, and Art,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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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先验性更强，也就难以被称作“再现的”。

中国古代绘画思想中也有与“图式”意思接近的术语，比如宋人郭若虚所说的

“楷模”，其媒介是语言文字。《图画见闻志》中有对画兔的导范：“画畜兽者，全要停

分向背，筋力精神，肉分肥圆，毛骨隐起，仍分诸物所禀动止之性 （四足惟兔掌底有

毛，谓之建毛）。”�I9这则楷模不仅提出了对畜兽类整体的绘作期冀，还专门总结了对兔

的自然观察。基于古代引进家兔的史实和不重形似的审美趣味，很多诗歌和绘画中对

兔子的描绘常常重其擅跳、奔的野性，如王昌龄的“少年猎得平原兔”、梅尧臣的“猎

从原上脱，灵向月边逃”、张路的《苍鹰攫兔图》等。这一特性在画论中也显明。兔属

于“非驯习之者”，有“原野荒寒跳梁奔逸，不就羁絷之状”，因而会被画者选择以

“寄笔尖豪迈之气”�20，画兔时往往作“搏击之状，欲示其猛”�21。这些文字化图式在两

个层面上比贡布里希的图式更抽象：其一，中国画家并不愿意以数学和几何学来呈现

自然�22，画论中的楷模对图像惯例原则的归纳常常更为写意；其二，对现实惯例原则的

文字归纳比画谱、画帖这种具象呈现更考验人的想象力。就图像辨认而言，尽管楷模

的目的在于引导制作，但和图式一样，人们对它的共识也能够用以辨认再现性图像。

不管是图式还是楷模，都体现出某种标准化意向，并要求图像与现实有相似关系。

不过，鸭兔图的多义性提醒我们，不同现实对象可以分享极相近的图式，图式结

构的共识条件不能作为辨图的单一条件。在对再现性图像的辨认活动中，除了要对图

式结构有共识外，还须借助其他后天理由。可以看到，不管是鸭兔图还是猫兔图，人

们在调用结构共识去辨认它们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形象进行了心理上的拆分与组

合。这一活动所带来的辨认效果，表明了另一种辨图条件与机制的可能性，即从符号

形式的局部意义入手，通过对局部之间以及局部与整体之间关系的心理学构想，确定

图像意义。这两种条件在不同程度上依赖“物-象”再现原则，在辨图活动中能够相互

协作。

二、对局部符号意义的捕捉和取用

如果说对图式结构的习得性共识强调图式结构在不同主体间的共通性，那么对形

象各部分离合关系的构拟，则更偏重形式整体与局部要素的符号关系。20世纪格式塔

心理学关于形式整体与局部之间关系的观点，为我们从鸭兔图思考图像辨认问题提供

了心理学视角。维特根斯坦受格式塔心理学影响，主张从将鸭兔图看作兔子到看作鸭

子，其中涉及“面相”�23的转换，在转换中出现了新的“组织”�24。贡布里希也受格式

塔心理学影响指出，从认出A到认出B，图像中的某个部位在“变形”（transform） 的同

时，其在辨认中的重要程度起了变化。不管是维特根斯坦的组织观，还是贡布里希的

局部变形说，都体现出整体意识。这也意味着，意义浮动的局部形式会影响对图像辨

认结果的确认。

格式塔心理学主张，人们在看到图像局部时，能够通过想象在头脑中自动补全整

体，这种补全式辨认显然依靠后天经验：一方面，如果没有对大量视觉经验的获取与

归纳，我们便无法获知图像可以被大致补全成怎样的形象；另一方面，这种辨认实践

图 5 崔 白 双 喜 图 宋

绢 本 设 色 193.7×103.4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作为符号哲学图像的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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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后天调训以更熟稔。伴随着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面相转换，人们在头脑中补出的

是不同整体，这决定了我们将鸭兔图看作兔头或鸭头，进而将该图像的左边部分接受

为兔耳或鸭嘴。如有的学者总结的那样，整体形式在空间中具有逻辑性和结构性�25。图

像中的点、线、块及其位置尽管丝毫未变，但它们前后指称的是完全不同的现实。我

们不妨尝试通过以补全图像来模拟心理补全的可能结果。补齐鸭兔图的笔法归纳起来

主要有两种：要么恰当地补上兔或鸭的身体，其基本思路在于增强图像的自然再现性

以固定图像意义；要么以反经验的 （或超经验的） 方式补齐它，比如令它同时拥有翅

膀和四条腿，如此一来它会成为四不像，或者故意模糊翅膀、数量明确的腿等关键局

部，使补全后的整体足够抽象。后一种思路对辨认图像没有帮助。有效的心理补全只

会接近前一种方式，将视觉图像规定为一个更大的符号系统中的局部符号。事实上，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补全法，即将二维平面的“头像”补全为三维立体的头。但其在具

体实施时的思路及结果只会是对前两种方式的重复。除非观看是动态的，否则视觉结

果仍是平面的。同时，这种补全思路依赖视觉心理而忽视自身的文化局限性，毕竟

生肖铜像中的兔首无论被怎样动态地观看都不会被认作鸭头，其关键原因在于十二生

肖有兔无鸭的民俗事实，因此这一思路对辨认再现性图像的参考价值较为有限。不过，

该思路所反映的二维图像对三维现实进行再现时的有限性，对审思图像的符号意义是

有益的。

传统绘画的平面特性决定了再现性图像只能是对单一视角下对象的平面化呈现，

换言之，其再现的是现实对象的某个局部。符号学家对图像之于现实对象的指称作用

的思考，正是建立在这一事实基础上的。比如，纳尔逊·古德曼 （Nelson Goodman）

在 《艺术的语言：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 一书中分析再现、表现及其关系时，提出

“指谓”（denotation） 和“例示”（examplification） 是两种指称，就辨认再现性图像的

功能而言，指谓适用于辨认一类对象，例示则可被视作对象的某个样品。古德曼主张

绘画中的表现起到的是例示作用，并借丢勒的《野兔》以及波洛克等人的作品，说明

了艺术中“指谓方面 （再现的或描述的）、例示方面 （‘形式的’或‘装饰的’） 和表

现方面”的不同�26。若以古德曼的观念来看贡布里希所说的“图式”，则图式的功能与

丢勒的《野兔》相近，即在于指谓。而以他的观念来看崔白的《双喜图》，可以说画中

兔作为现实的二维局部，指谓的是兔子这一类畜兽，例示的是惊疑、不安等情绪。此

处可与使用不同思路与术语的其他符号思想稍做比较。比如，皮尔斯在《论符号》中

根据符号与对象的关系，将符号分为“像似符”（icon）、“指示符”（index） 和“规约

符”（symbol） �27，以该符号三分法来分析，则画中兔是现实兔子的像似符，是惊疑、

不安等情绪或“野”“逸”等审美精神的规约符，指示关系则不清晰，或许隐喻性地指

示了皇室秘辛中的某个形象。这些观念的思路方法及其知识基础有所差异，但都能够

帮助人们看到所谓“视网膜形象”背后更完整的形象。

与将眼前的图像看作局部不同，贡布里希似乎更善于利用眼前对象的局部。他指

出，当我们将鸭兔图看作鸭的时候，“兔嘴”部位被忽视了；在将其看作兔的时候，该

部位才变得重要�28。这仍是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决定部分的思路。要特别注意的是他关

于区别性局部的解释。他认为，一类事物所具有的区别性特征通常只需要出现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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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个关键局部，例如立体对象的某个视图，不要求关于对象整体的知觉或知识�29。这

一观点既从心理学角度复证了上文所说的图像惯例原则，同时提示我们，一类事物或

许有多个重要局部，但不同局部就区别性而言有强弱之别，区别性最强的那个局部常

常能帮助建立“一次”辨认的排他性结果。这样的例子有很多。韩愈在《毛颖传》中

以“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长须”�30等文字写兔，其涉及的关键局部就不唯一。

兔的耳、嘴、尾、毛色等在某些条件下都可能成为辨认依据，而长耳在现实中的区别

性显然最为突出。考虑到不同视角未必总能显露兔嘴等其他局部，长耳在制像中最易

被选为稳定的首要关键局部。不论是象形的甲骨文 （ ），还是当今诸多兔子漫画形象，

都对此有所体现。这样的局部除了能够被反映在图式中帮助辨认图像外，还往往引导

并要求人们在辨认多义图像时从整体出发“正确地”问，即该问的是“如果想要看出

兔子来，那么它的耳朵在哪里”，而不是“这里是什么部位”。这一辨认过程所考验的

重点并非解释力，而是对“误解”局部的克服力。

非多义的图像对克服的要求更简单，辨认朗格的猫兔图只需克服对局部的忽视。

她对图像局部之间关系的偏重，尽管意在彰显图像与现实对该关系的分享，但其中已

有了对局部自身的重视。比如，她主张在辨认现代人体抽象画时，先要找到那些代表

人体部位的符号——代表头的圆、代表眼睛的点和代表胳膊的线条等，然后确认这些

符号之间的关系。这似乎在说，只有先规定局部意义，才能推论出结构关系与符号整

体意义。有意思的是，朗格的艺术符号思想不仅受“有意味的形式”观念影响，重视

作品要素之间的组合以及由要素组成的“形式间的关系”�31，更受格式塔心理学影响，

认为组成整体的各要素一旦脱离整体便不存在，且各要素的呈现是同时的，不会像语

言形式那样连续、依次。因此，作为视觉对象的局部理应后于整体发挥作用，即在人

们对整体做出匹配性辨认之后，再被用作检验结论的视觉材料。如此一来，图像辨认

似乎被呈现为一个开端不明的环形过程。朗格尝试以“符码”（code） 去应对这种状

况。她指出符码不是“符号”（symbol），尽管符码组成的“图画语言”（picture lan⁃

guage） 中的每一个“词”都是“呈现性符号”（presentational symbol），但该符号系统

仍属于“推论性系统”（discursive systems） �32。也就是说，兔耳是用以推理的符码，对

猫兔图的辨认是一种推论。该观念对读解现代抽象艺术基本无效，除非我们像朗格一

样对那些作品的艺术身份持彻底保守态度。当然，朗格思想的矛盾性并不妨碍这样一

个事实，即辨认图像需要对局部意义进行符号性捕捉与规定。

不管是将眼前的图像整体分拆成数个部分，经验性地捕捉那些关键局部并对其进

行符号规定，还是凭借视觉思维补全眼前图像，将其经验性地规定为一个更完整的符

号系统中的局部，抑或是确认平面图像对三维现实的指称关系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

现了某种符号整体观思路，且该思路并不着意于整体把握对象共相结构中的数学关系，

而是在剖解图像的符号意义的同时，推求围绕局部去反思符号系统的可能性。

通过比较上文已提及的兔图，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种整体观视角下的图像差异。

鸭兔图展示了某个 （被补全的） 整体的局部，我们可以叫它“小局部”（形象局部），

兔耳则是这个小局部的关键局部。猫兔图展示的是“小整体”（形象整体），兔耳是这

个小整体的关键局部。但还有更大的整体，一幅画常常是复合符号系统，包含复数的

作为符号哲学图像的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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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图像等要素，兔子形象可能只是“大整体”（一幅画） 中的一个“大局部”（画作

局部）。辨认大整体的局部有时需要依据画中的有效环境要素。所谓“有效环境要素”，

指那些能够提供“相关性”（correlative） 信息，且这些信息能够被观看者获取和理解的

要素。这要求观看者具备关于那些要素的材料累积，以及联结图像与该要素的联想能

力和知识体系。落实在具体的绘画作品中，这些材料与知识往往会勾连出图像的象征

文化内涵。这涉及图像辨认的第三个经验条件，即对大整体中不同视觉符号间象征、

暗示等关系的把握。

三、象征属像与符集内暗示

平面绘画中作为有效环境要素的视觉符号材料，常常能通过特定的象征关系与暗

示关系，被用以证实或证伪视觉预期。这里要先厘定有效环境要素的外延。围绕兔图，

有效环境能分为三类：首先，媒介所处的民俗节日与宗教场所等时空环境，例如卯年

的年画、中秋节的贺图里出现兔子符号是情理之中的；其次，承载文化信息的画布、

画纸等媒介，例如汉画像石上出现兔子形象不足为奇；最后，与兔子形象同处一张画

布上的其他视觉符号形式。它们都能够为辨认图像提供参考，但只有最后一类集中于

图像形式本身，所以它是此处的论说重点。对它的讨论还要回到贡布里希。

贡布里希认为，如果在鸭兔图周围画上养鸭池或养兔场，那么观看者可能会因产

生某种“心理定向”�33而更快明确图像意义。这种补充讯息促使观看者寻找视觉经验中

的“固定物和证实物”�34，以判断自己的预期是否成立，假若形象孤立于这种前后关

系，那么它们便常常难以得到正确解释。他还指出，人们会在由辨认引发的“预期性

的探查”�35中尝试证实自己的猜测，将预测与“到来的信息进行比较”�36，将对图像的

“符号读解”（symbol reading） �37变成某种“一致性的检验”�38，以确认自己看到的是A而

不是B，即尝试检验对象的各种可能性，并选定“那些讲得通的读解”�39。贡布里希所

举的例子基于视觉心理，简单来说，依赖联想的“暗示”（suggest） 讯息通过帮助观看

者检验自己的视觉预期，决定性地影响了形象的意义生成。他的这一观点适用于判断

不同文化中的许多图像。

辨认某些中国画中的单一图像有时可利用这种基于联想的暗示。比如，《芥子园画

传》中的丹桂图在桂花旁画了只像兔的动物 （图6）。在月宫叙事背景下，人们很容易

通过桂的暗示“验”得那只动物就

是兔子。不过，这一辨认过程要比

通过养兔场辨认兔子复杂一些，因

为这个例子不仅牵涉视觉心理，还

基于文化心理：图像在进入暗示关

系之前，首先进入的是象征关系。

这关乎贡布里希论说的另一重要概

念——“象征属像 （attributes） ”。

神话故事的传播经常使得某

图6 兔 （沈心友编：《芥子

园画传·花卉》，人民美术

出版社2020年版，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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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单一图像与其他单一图像结伴出现，那些总是伴随某一图像出现的附属符号能逐渐

通过自身的程式意义帮助人们辨认图像，此类附属符号被贡布里希称作“属像”，它们是

“图解的残留物 （residues of illustration） ”�40与“图解性隐喻 （illustrated metaphor） ”�41。

例如，雷霆是宙斯的属像，美杜莎之盾是雅典娜的属像，它们能够帮助观看者确认神

话题材图像中的人物身份。有时画中人物形象并无神话原型，而是象征性的拟人化形

象，例如“友谊”“严肃”等道德概念可以被具象化为穿着粗布白袍的妇女和身着皇家

装束的老妪�42。这些拟人化形象也可以有自己的象征属像，比如书本和火炬可以是“知

识”的象征属像，鹈鹕可以是“慈悲”的象征属像�43。附属符号的象征性程式意义来自

重复，属像的辨认价值也基于重复。正如赵毅衡在论说意义的经验化时所指出的，象

征化是“正相重复的意义累积效果”，社会性地重复使用某个符号会增加符号的理据性�44。

以兔子为属像去辨认神话形象的例子相当常见。佛教有佛陀生前化成白兔救人的

兔本生故事，道教传说里仙兔会捣制长生不老药，基督教文化里兔子象征淫欲与生殖，

对这些知识的把握能够帮助我们确认某些宗教画中的形象。最为我们所熟知的一例是，

有些月宫题材绘画没有任何文字指示，我们依然能认出在缭绕云气中怀抱兔子、衣带

飘拂的女性是嫦娥。当然，若以兔子为属像去辨认神话形象，则要先认出兔子，这便

要求我们回到再现或者通过其他符号进行联想。此处要注意的是，正如神话中的嫦娥

并不存在，神话中的“那只”捣药兔子也不存在。古德曼曾在论说图像的虚构时以独

角兽为例分析过这种现象，他指出独角兽图像没有再现任何东西，“既无单个的指谓，

也无复合的指谓”，是“零指谓 （null denotation） 的再现”�45。以古德曼的观点来看，

“仙兔”这个称谓以及仙兔图像也并无所指，或者说是“有象无形”的“零指谓”。鉴

于卡西尔-朗格符号论美学将符号象征的方法应用于所有人类经验，认为一切文化现象

都是符号化的象征结果，对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尽管月宫图中的兔子形象无法再现自

然，但它通过对概念的象征实现了对该概念的重构性再现。

属像辨认可逆吗？答案是很难，正如我们难以先辨认出宙斯或雅典娜，再通过他

们辨认出雷霆或美杜莎之盾。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属像的可辨认性更强。同类人

物的形象容易大同小异，属像却品目繁多、千差万别，因而具有更明晰的易辨认性和

指示性，这会决定观看之眼的辨认顺序。其次，属像的程式意义并不稳定，同个属像

符号可以附属于不同对象。比如，在月宫神话叙事中，兔子既可以是嫦娥的属像，也

可以是西王母的属像，还可以是“中秋”“团圆”等抽象概念的属像，只不过我们没有

把这些概念拟人化的传统。而在《里帕图像手册》中，兔子是“孤寂”的象征属像�46，

这与关于兔子性情孤僻的记载有关�47。缺少相关知识的人看不到这一象征关系，就像对

兔的个性认知只限于“温顺”的人也看不到兔子能够象征豪迈。对观者知识积累的较

高要求，造成逆向辨认不够可行。最后，人物的属像未必唯一。例如，嫦娥的属像还

可以是月或桂树等，受传说演变影响，唐代以后还包括蟾蜍。依照人物逆向辨认属像

符号容易“认错”。以一面唐代月宫镜 （图7） 为例，嫦娥身边既有兔也有蟾，假若图

像的再现性更弱一些，则会蟾兔难分。这个事实看似荒谬却很关键，一方面它点明了

语言符号指称的任意性，另一方面也突出了观看的直观性与经验性。当然，就月宫镜

而言，更直接的辨认方法是将捣药罐杵视作仙兔这个属像的属像，以此分辨蟾兔。

作为符号哲学图像的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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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因启发了新构想：

一幅图中的多个附属符号可以

合并成一个属像的符集，这是

贡布里希没有提及的。就图像

辨认而言，围绕着属像符集有

以下三个事实。首先，一个符

集中的不同属像能够相互暗

示。比如，兔子、蟾蜍、桂

花、满月等都是中秋的象征属

像，一个属像的出现会令观看者形成心理定向，产生基于象征关系的视觉预期，上文

所说《芥子园画传》中的丹桂图就是一例。一旦集内一个属像 （A） 出现了，那么无论

旁边的图像多么模糊、片面、抽象与多义，都可能被猜测为另一个属像 （B），或被

“知道”那就是B（B一定在A的补集中）。哪怕画中只有一个属像A，人们也会因被暗示

而期望和想象能够在画中某处找到其他属像，这就是贡布里希所说的“所知其处应

有”�48。这种暗示关系是两个层面的：其一，B“应该”存在；其二，B不是A。在此推

断性符号逻辑下，月宫镜以蟾辨兔的基本思路可以是一则表示不相容析取的否定肯定

式三段论：

月宫中的动物是兔子（p1）或者月宫中的动物是蟾蜍（p2），二者不可兼得。

月宫中的动物不是蟾蜍。（非p2）

因此，月宫中的动物是兔子。（p1）

这个例子会调动复数的辨认理由：观者既要具备关于相应象征关系的文化知识——知

识保证了无论那个四肢畜类形象多么像狗，人们都不会将其指认为狗——也要具备对

图式或关键局部的认识以供检验，从而得出最合理的答案。其次，属像符集内的诸属

像可分层级。某个属像也可以有自己的属像。比如，捣药罐杵作为仙兔的属像，在属

像符集中可被称作“次级属像”，帮助人们辨认兔子这种初级属像，进而辅助辨认人物

形象。次级属像的跨级象征是可行的，并且由于在一幅图中，象征链条背后的叙事范

围及其引发的联想程度有限，相比初级属像的强象征性，跨级象征的强度未必更弱，

跨级暗示在推断逻辑下仍然可行。最后，源自不同文化叙事的各类属像符集不可通约，

属像的跨符集象征或跨符集暗示都不可行，其理由和属像辨认不可逆的第二个原因相

同，即属像的程式意义不稳定。以上三个事实有一个共同基础：在辨认过程中，象征

关系的作用在时间和逻辑上先于暗示关系。

总之，绘画大整体中基于象征关系的附属符号以及暗示性符号，常常能成为辨认

某一特定图像符号的有效环境要素。这里没有将文字符号包含进来，主要原因在于大

整体中的某些文字符号，尤其是由作者亲写的文字，在要求相似文化知识体系的同时，

因直陈意图而具有更为独特直接的辨图效用。因此，尽管同为提供有效讯息的符号要

素，文字条件在这里需要被分而述之。

图 7 八 瓣 菱 花 形 月 宫 镜

唐 直径14.5cm 故宫博物

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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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字符号对意图的协同锚固

在一套复合符号系统中作为辨图依据的语言文字符号，其核心符号价值的基础不

可被单一归结为象征。它们对于辨图的作用还可能依赖自身的形式外观，涉及寄寓关

系与历史掌故，以及对图像意指的直接揭晓。在具体的绘画案例中，文字符号对图像

意义及意图的指定常有不同表现及原委。

巴特在 《图像修辞学》 中通过思考广告的文字功能，指出语言讯息的锚固价值。

他提出语言学讯息是一种能够固定图像所指浮动链的技术，可被用以“锚固”（an⁃

crage） 图像意义，而且这是语言讯息最通常的功能�49。他主张语言讯息出于被破释的需

要，只要求观看者识字而不对别的知识有要求。此外，他提出语言讯息可以“自身分

解”的观点，比如意大利面广告中出现的广告公司名字，不仅提供了公司的名称，还

通过读音指明了另一个所指“意大利特色”�50。巴特的这些观点是针对广告的，有明确

指向与特定语境，无法直接迁移运用在其他图像上。宋元后的中国绘画常有题款，在

一些画作中，题画诗等文本既是外延讯息也是内涵讯息，不仅提供图像意义，还通过

汉字外形提供图像的“中国特色”这一所指。但许多图像不似巴特对广告的描述那样，

讯息“充实”“坦率”且有“确定地意愿性的”意指�51。在辨认这些图像时，光识字而

没有相关知识是不够的，人们还须从文字里读解出被编码的文化信息。

以包含兔子形象的中国绘画为例，一些画中文字可以通过象征关系直接或间接指

出图像意义。有的题款含“兔”字，可以通过联结词与物来直接提供图像意义，唐寅

《嫦娥奔月图》（图8） 的题画诗里即有“玉兔”字样。有的则不含“兔”字，只给出可

用以联想的文字，间接锚固画作意义。冯箕《月宫嫦娥图》（图9） 的款识为：“明月桂

树云溶溶，褰花独憩流青瞳。炯若秋水涵芙蓉，玄霜未下珠露浓。桂树偃骞山巃嵸，

烟梦空青深太古。薜荔吹香杂兰杜，渴饮石泉饿琼蕊。逍遥不比巫山女，朝为行云暮

行云。人间回首空尘土，何为丹丘与玄圃。珊然玉佩风泠泠，群仙夜诵蕊珠经。紫金

之冠朝玉京，青幢绛节凤凰笙。道光辛巳六月，玉田邨农冯箕。”通篇并无“兔”字，

但“明月桂树”等文字引发的联想足以让人在看到画中兔时不感意外。这样的例子还

有很多，比如八大山人的兔图正因为款识中有“月”字，兔才能免于被认作鼠 （图10）。

显然，这些画中的语言讯息除了要求识字，还要求与兔相关的神话象征知识。

当然，辨认图像所需要的知识，其来源并不限于神话叙事。蒋士铨曾如此写兔：

“长须缺口衣褐公，何年窃药辞月中？偷闲踞此一拳石，趺居八窍栖花丛。丁丁肃肃托

吟咏，野人可寄干城戎。管城奈无食肉相，脱颖莫佐蒙恬功。老兹盘涧遁罝网，颓唐

自号长生翁。我欲叩君广寒事，授职可与金乌同？虾蟆屡蚀尔无恙，怪诗可否然卢仝？

中山支庶孰为盛，三窟老奸谁最雄？全生何尚畏鹰犬，卜兆意许随罴熊。语焉不详吾

弗许，问而不答尔岂聋？毛生失笑骂穿凿，咄咄见逼予其穷。明月在天我入画，是色

是相皆空空。”�52诗中的“月”“蒙恬”“长生翁”“广寒”“虾蟆”“三窟”等关键词涉及

多个与兔相关的神话、寓言与历史典故，显露出兔子丰富的象征关系与寓意关系，全

篇却并无“兔”字。如果这是一首题画诗，可以想见没有相关知识的人是难以读出作

图 8 唐 寅 嫦 娥 奔 月 图

明 纸 本 设 色 46.1×23.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9 冯箕 月宫嫦娥图 清

绢本立轴设色 75×35cm http:
//www. xlysauc. net/auction5_det.
php? ccid=1075&id=162090&n=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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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写兔的，仅靠这段文字联想

并辨认出兔子就会较为困难。

另外，作者亲自题写的画名、

自己的姓名字号以及作画的时空

等明确讯息，常常能够帮助人们

锚固创作意图并确定图像意义。

尽管反意图主义艺术观念已经论

证了图像意义未必取决于作者意

图，但在有些情况下，观看者结

合创作者所写文字去了解绘画意图，仍是辨认图像的快捷途径。这些文字在为作品营

造另一种视觉秩序的同时，还像夏皮罗眼里的画中题铭那样，“指明了艺术家在那个空

间里的积极在场，仿佛既作为一个正在说话的自我，又作为一只正在挥洒的手”�53。它

们未必有解释图像的本意，却常常通过反映并固定绘制意图而达成这样的效用。观看

者在对创作者具有相关知识的前提下，看到这类文字信息便可产生视觉预期，观看图

像的过程相应地成为核验图像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辨认再现性图像就不再只是通过

自然相似性去辨认图像所再现的对象，还可能涵盖对再现意图与再现行为的确认。此

处需要将意图的范围扩大为沃尔海姆所说的“广义的意图”，即不囿于艺术家创作时的心

中所想，还“包含了欲望、思想、信念、经验、情感等这些心理层面，以及绘画传统与

相关知识等外在内容”�54。这些要素的合力，令作者的绘制意图能够被接受为一种风格

学意义上的意图，不仅影响观看者的读解，其自身还参与到对文化惯例的固定中，左

右个人与时代的创作。

这里我们只着眼作者亲自题写的情况。埃尔金斯在论说图像接受问题时思考过博

物馆中的绘画作品及其标签等“图徽”（emblem），主张附在绘画作品旁边的标签能够

澄清一些信息�55。画外标签确实能帮助辨认图像，面对华喦的 《海棠禽兔图》（图11）

时，观众是难以根据图式、关键局部、属像组内暗示或画中题词进行辨认的：黑兔后

半身隐在大片海棠中，足脚触地，身脸毛黑，耳朵几近贴背，观者看不见短尾或“建

毛”，看不清脸面，也难辨耳朵长短；画中植物是海棠而非桂树，观者难以做出“桂-

兔”的联想推测；落款文字信息亦有限。因此，读解该图的最有效依据是画外题目。

作品之外的标签对阐释图像来说可能很关键，但画外题目有时会模糊绘制意图，使得

今人辨认图像时给出的是对解释的解释，或对解释的核验。

简单来说，绘画中的文字符号能够剖解自身，显露象征、寄寓、引史等关系，锚

固绘制意图，从而指出图像意义。它们成为被辨认的图像符号的有效环境要素，为辨

认图像提供有效讯息的基本机制，与视觉性附属符号或暗示符号必然依托象征特性有

所不同。

本文将多幅经典兔图作为符号哲学图像，尝试通过它们探讨能够帮助图像辨认的

四个条件，或者说线索、可行的理由。对再现性图式的习得性共识，以及对局部图像

符号之于现实意义的观照，对被辨认图像的再现性要求较高。认识象征关系和属像符

集内部的暗示关系，以及风格学地利用语言符号对意图的锚固等，则对观看者具备相

图10 八大山人 兔 （陈传

席主编：《八大山人册页精

选·个山杂画册》 之图五，

江西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

图11 华喦 海棠禽兔图 清

纸本设色 135.2×52.8cm 故

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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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社会文化符号知识的要求更明确。这些条件可以但未必会共同出现，当它们共同作

用于辨认活动时，并无绝对的先后顺序。图像辨认主体自身的生理素质，如获取视觉

表象的器官、联想的神经生理条件等也会影响辨认，但这些因素没有集中在观看者对

图像的反应上。当然，“看”和“认”并非视觉活动的两个孤离阶段。随着认知科学的

发展与应用，影响形象符号意义生成的种种条件及其机制，尤其是目前基于生理心理

假说与文化心理假说的部分观念，或许可以得到更加可靠的诠解，人们在辨认图像时

所获得的快感也会得到另一番解释。

① 广义而言，“符号学”不仅探究语言符号的语义与语用，还考察包含象征在内的人类文化中不同的符号形

式、类型与体系。本文在此意义上使用该术语。

②⑦⑨�28�29�35�36�37�38�39�48 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杨成凯、李本正、范景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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